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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Attachment

地方依恋视角下乡村社区营建的内涵、机制与实施
策略研究*

丁  蔚   崔东旭   崔恒瑞   韩欣宇    DING Wei, CUI Dongxu, CUI Hengrui, HAN X inyu

现阶段，我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不断引发社会经济与空间功能的重构，社区营建已成为消解集体社会解构危机、建构内生

发展机制的重要路径。因此，引入地方依恋理论，建构乡村社区主体参与营建实践的情感分析视角，厘清人地互动下乡

村社区主体依恋情感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空间营建行为的影响。进而，阐释情感范畴下乡村社区营建的理论内涵，归纳情

感作用下营建实践的尺度差异性、层级多样性和动态循环性特征，借助“情感—行为”主线建构乡村社区营建的驱动

模型，分析社区主体营建行为与情感变化之间的互馈机理。基于此，从重塑空间“地方性”、整合多尺度发展条件、利用

共识共建行动网络和借助空间标绘提升实践效能等方面，进一步提出社区营建的优化策略与路径，以期引导人地关系

良性互动，凝聚和重塑乡村社区共同体。

At this st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has constantly l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economy and 
spatial functi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to resolve the crisis of de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society and to construct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place 
attachment, constructs the emotional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rural community subjects' participation in construction practice, 
and clarifi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ttachment emotion of rural community subjects in people-place intera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patial construction behavior. Then, based on the theor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attachment 
emotion of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ale difference, level diversity and dynamic 
circulation of construction practi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Also, according to the mainline of "emotion-behavior",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driving model of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s the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behavior and emotion change of community subjects. Based on this, from the aspects of reshaping spatial "locality", 
integrating multi-scal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using consensus to build the action network, and using spatial mapping to 
enhanc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path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guid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people-place relationship, and cohere and reshape the rur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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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受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影

响，城乡之间社会经济要素的相互作用与重

组加剧，广大乡村普遍经历“现代性”的结

构转型，遭遇“地方性”解构危机[1]。20世纪

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开始围绕郊区化和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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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现象，思考如何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重

塑地域的空间价值与地方意义，并针对生产

性功能消解问题提出了“后生产主义”（post-

productivism）和“多功能”（multifunction）

等转型取向。在此背景下，社区主体在活化地

域资源、改善生活环境、激发社区活力中的作

用受到重视，相关国家推动了西方“社区复

兴”、日本“造町运动”和韩国“新村运动”

等地方性重塑实践，缓解城乡失衡与乡村发展

不充分问题，恢复人地和谐关系和情感认同，

最终凝聚社区共同体，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日益重视城乡发

展失衡和“三农问题”，先后实施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等建设行动。但早期实践

普遍强调物质空间建设和生活条件改善，一

定程度忽视了村民主体性和参与度，导致集

体社会解构、社区内聚力缺失。2018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

反思外部主导模式的局限性，村民及相关组

织在现代协同治理、社会活力建构中的地位

愈发重要[2]。其实，我国乡村始终根植于传统

的宗族关系和“熟人社会”，后期土地集体所

有、村民自治管理的行政组织框架进一步巩

固了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地域性社区特征。

强烈的传统宗族观念、“熟人社会”建构的信

任关系和日常组织生活催生的集体认同，不

断强化社区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地方

性营建和现代治理的情感基底。因此，革新

过分强调物质空间更新与功能开发的营建模

式，倡导重塑乡村主体地位和社区共同体意

识，发挥地方情感的激励作用，培育乡村现代

化转型内生动力，探索适应本土永续发展的

实施路径，意义重大且具体可行。

1 依恋情感的建构机制与影响

1.1   人地互动下依恋情感的建构机制

最初受人文主义浪潮影响，西方学者日

渐关注微观个体与地方之间的内在关联，重视

地方情感对塑造物质空间的驱动作用。20世

纪70年代，地理学家段义孚率先将主体对特

定空间的感知、态度和价值观，归纳为“恋地

情结”（topophilia）[3]。随后，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概念被提出，建构了“人们与居

住地之间情感联结”的基本内涵[4]。相较于单

纯的物质空间，“地方”侧重表达其承载的社

会文化和心理感知[5]；“依恋”则借鉴心理学观

点，强调个体亲近好感对象的生物本能[6]。后续

研究中，地方依恋及其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关系

逐渐明晰[7]273，[8]，建构了包括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与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

的二维理论框架[9]，进一步指出，地方环境的

物质支持促生的功能性依赖[10]是依恋情感的

建构基础，主观感知、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等

复合而成的情感认同[11]则集中体现主体对地

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虽然地方依赖与地方认

同共同构建了地方依恋的内涵，但会因其客观

差异形成不同的构成比例[12]。

此后，诸多学者以“依赖—认同”二维框

架为逻辑基础，实证研究主体与定居地[13]17、

旅游地[14]25、第二居所[15]和公共场所[16]的情感

结构和形成机理。并在关注物质空间向“地

方”转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情感—行

为”认知框架。借鉴人地互动视角，西蒙[17]提

出聚焦主体空间行为的“地方芭蕾”（place 

ballet）理论，认为特定时空规律（time-space 

routines）下重复性的“身体芭蕾”（body 

ballet）将赋予载体空间特殊的依附情感，即

主体长期、反复的实践活动，使得关联场所超

越原功能属性，成为“有意义的停留点”。斯坎

内[18]则剖析由人类主体（个体、群体）与客体

场所（社会环境、物理环境）互动引发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等心理过程，建构了较为全面的三

维机制框架。后续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主客体之

间的良性互动，不仅能有效引导主体积极的地

方认知和行为倾向，亦能够推动其依恋情感的

萌发与延续[19]18。

1.2   地方依恋对社区营建的影响

在具体的社区营建活动中，依恋情感主

要借助依赖与认同心理，影响主体参与社区发

展的意愿与行为。相关研究表明，受自身属性

特征与感知差异的影响，人们会对社区形成不

同程度的依恋情感，从而与密切关联空间做出

主动亲近、拒绝搬离等选择，甚至在更换居住

地后采取定期回访[20]、远程互动[21]等方式保持

情感联系。积极正向的情感累积与实践体验有

益于提升社区主体的责任意识，激励其主动提

升居住环境品质和抵制不利影响项目，自发维

护社区的既有价值与长期利益[22]。因此，社区

营建应充分考虑主体的内在属性与情感状态，

合理引导依恋情感以激发积极营建行为，有效

避免可能出现的消极态度和倦怠行为[23]。

至于影响社区地方依恋产生与发展的外

部因素，大致可分为物质环境因素与社会组

织因素两方面。其中，物质环境因素涉及居住

空间[24]、公共空间[25]34、设施配套[26]34、绿化景

观[27]1240等要素，直接影响成员对生活舒适性、

便利性和服务性等方面评价的同时，引发其

满意度、归属感等情感变化。社会组织因素主

要由个体特征引发主观感知与功能需求的差

异，间接影响依恋情感的形成与存续。研究表

明，年龄[19]12、性别[7]278、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属

性特征，显著影响个体的社会交往与社区认

知，导致不同人群与物质空间的情感联系差

异。家庭传承、集体记忆等无形社会资本[28]，

则建立跨时空的社会联系与意义感知，发挥

维系依恋情感的关键作用。其中，当下剧烈的

城乡流动作用不仅未割裂村民与成长环境的

情感纽带，反而可巩固农村人的“定居身份”

（settlement identity）意识，促进资源回流和

反哺乡村[29]。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地方依恋的研究开

展较早，且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研究成果。在理

论层面，明晰了人地互动中依恋情感的内涵

维度与形成机制，同时基于“情感—行为”

视角广泛讨论不同因素对依恋情感的形成发

展，及其驱动主体参与营建活动的差异作用。

相较而言，国内学者主要结合乡村旅游[14]23、

旧城更新[30]和社区参与[31]等议题，探究物质

空间及其承载的非物质要素对乡村地方依恋

培育的作用过程，揭示主观情感对空间环境

感知、地域价值识别、活动参与意愿的具体影

响，即情感驱动与行为反馈的互动机制。但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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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理论与方法开展的实

证分析，缺乏立足我国城乡发展与人地关系

演进的阶段特征，无法形成本土化的理论思

考与路径探索。因此，本文从主体的地方情感

视角出发，通过建构乡村社区地方依恋的理

论内涵与分析框架，探究情感驱动下社区营

建的主体参与机制，并针对性地提出适应乡

村社区地方情感培育与内生动力建构的营建

策略，以期响应乡村可持续发展与社区化转

型的时代背景，为地域人地关系的良性发展

提供有益思考与建议。

2  依恋视角下乡村社区营建的内涵

社会学领域将“社区”定义为一定地域

范围内，以地缘、血缘或业缘为联结纽带的利

益关联共同体[32]。社区成员拥有的共同体意

识，即共同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趋向，将不断形

塑社区的物质空间，创造独特的乡村人居环

境。作为人地之间深层次的情感联结[7]274，地

方依恋集合了主体对地方的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念，构成了重塑社区成员共同体意识的心理

内核。地方依恋导向下的乡村社区营建实践，

将有助于形成以“地方”利益为核心的价值

观念和判断标准，进而规范和引导相对独立的

主体行为。最终，凭借积极实践凝聚共同意识，

构筑超越一般利益关系的社区共同体。

作为驱动行为选择的关键要素，情感本

身具备了跨域性、层级性和不确定性特征[33]。

同样，依恋情感在作用于社区营建活动时，也

会呈现出尺度差异性、层级多样性和动态循

环性特征。

2.1  尺度差异性

乡村社区依恋情感的空间效用并不局限

于场所内部，会从社区延展至地区、城乡等广

阔地域，形成具有尺度差异的社区归属、地方

认同和乡土情结等情感形式（见图1）。而且

个体层面依恋情感呈现的并存交叉特性，将实

现现代化进程中群体意识的时空叠合，建构以

“家”为原点的同心外延结构。

首先，乡村社区作为基本空间单元，不仅

是生产生活的载体空间，更是具有情感价值

的意义场所。在社区成员的日常体验中，其与

社区间的直接联系不断建构社区信任，最终

通过“在场”互动培育了“家”的心理归属。

社区归属作为微观尺度的情感表征，则持续

巩固成员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功能依赖，推动

其参与必要的社区营建活动。

其次，由于乡村是融合了自然与人文要

素的综合性地域，社区成员与地方的互动过程

将超越具体的实践活动与实体空间，形成对泛

乡村地区的集体记忆和价值认知[34]2391。这种

普适性的“整体性”感知，会有效塑造成员

“本地人”的身份认同，增强其对营建活动社

会建构意义的理解，激励其投身于创造与延续

地方性空间。至于上述“自我”实现的场所可

以“不完全在场”的方式，借助社会记忆纽带

促成群体情感与实体要素的密切关联。例如周

期性开展的民俗节庆、祭祖扫墓、返乡务农等

活动，都是地方认同心理下社区成员参与营建

活动和彰显“自我”身份的重要方式。

至于宏观城乡尺度，虽然“缺场”的外

部主体难以与社区发生直接互动，但其对自

然田园生活的向往，让“符号化”的乡村图

景与想象打破了时空阻隔的限制。在完全分

离的互动过程中，长期实践形成的耕田水渠、

老街民居、祠堂古树等物质要素，以及生活氛

围、生产技艺等非物质遗产，都会激发乡土情

结和异地想象，建构主体返乡与资源回流的

情感动机。

2.2  层级多样性

借鉴既有研究归纳的地方情感层级结

构[35]，进一步将依恋情感细分为依赖感、认

同感和根植感3个层级（见图2）。在依恋情

图1 尺度差异下乡村社区地方依恋的特征
Fig.1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attachment in rural communities under scale differences

图2 依恋情感下乡村社区营建的层次性与动态性特征
Fig.2  Hierarchical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under attachment emo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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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建构之初，生存理性迫使成员接受地方的

生计支持，形成对社区空间功能的基本依赖，

至少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会被动参与社

区营建。伴随着周期性的日常实践，不断增强

的稳定安全感将促成物质空间的意义叠写，

社区将转化和融入成员的生命历程。地方意

义下社区空间则成为社会存在与身份象征的

载体，身份认同驱使成员谋求社区的长远发

展，主动投入各项营建活动。最终，社区成员

将在精神层面建构更高层级的根植感，主体

自我利益与需求则被进一步弱化，甚至为保

护地方价值而自愿做出牺牲与奉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区成员的依恋情

感由多层次的情感内容按照不同比例融合而

成，不存在严格的区别界限，但较高层级的情

感通常主导着情感状态与行为表现。因此，社

区营建的重要目标还在于利用良好的空间实

践，引导复杂情感的“同级调节”或“层级跃

迁”，巩固和建构持久的内部调控机制。

2.3  动态循环性

上述依恋情感的层级变动现象本质上

属于“情感—行为”交互下主体心理的内化

反馈过程，包括累积升华或阻碍减弱两种迁

移趋向。具体而言，营建活动既是建构成员地

方依恋情感的实践基础与具体过程，其衍生

的地方情感与行为倾向又会反向作用于各项

社区实践。由于成员对社区的空间感知与主

观评价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其依恋情感存在

多样的层级状态与演变方向。其中，积极的情

感与行为将形成螺旋递进式的促进模式，正

向的情感联系不断积累甚至升华，并对后续

的空间体验与营建活动起到增益作用；反之，

不利的外部环境及引发的消极空间体验会造

成情感的削弱或阻碍，逐步影响情感层级衰

减和行为选择趋向于保守。基于此，“情感—

行为”逻辑下的乡村社区营建应以空间营建

为载体，以主体情感认同与地方价值保护为

抓手，持续推动“情感驱动”与“行为反馈”

之间的正向循环，实现社区物质空间与情感

共同体的动态建构。

3  依恋累积中乡村社区的营建机制

3.1  乡村社区营建的行为主体

情感是主体的经历与表达。根据依恋情

感下多元主体与社区的互动模式及其表现出

的外部反哺、间接投入和直接参与等行为差

异，可将社区主体进一步归纳为“缺场者”“不

完全在场者”和“在场者”。不同主体因角色

身份或知识能力各异，具有差异化的情感表达

路径。

（1）外部反哺的“缺场者”。包括提供行

政支持、财政投入、政策扶持的地方政府，在社

区化转型中承担引领作用；怀有乡土情结的外

部组织机构、企业和个人，可在利益驱动或认

同激励下提供发展资源，如乡村规划师可发挥

专业优势，为乡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2）间接投入的“不完全在场者”。主要

指长期在外生活的流动人群，他们通常以“事

件”为契机规律性返乡并进行现场实践，以维

系对家乡的情感；无论是在城市立足的“精英

阶层”，还是往返城乡的务工求学人员，都可作

为社区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渠道。

（3）直接参与的“在场者”。社区成员是

切身感知营建过程的直接相关人，主要凭借组

织机构或少数权威人士发挥关键主体作用。其

中，乡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建设发展的领导核

心，将以先进性思想与组织化行动，领衔乡村

发展和维护农民利益；乡村自治组织为资源整

合提供中介平台，如村委会通过宣扬共同价值

理念以协调各界力量；普通成员则会立足共同

发展诉求汇聚民间力量，自主组建宗族组织、

经济合作社等“小型共同体”。另外，乡村社会

中部分权力、资本或知识的赋能人群，同样具

有强大的征召动员能力，如村干部作为权力与

利益的汇集点，在发挥积极角色作用时将增强

村民的制度信任；乡贤精英可凭借多元资本支

撑，成为探索示范产业发展或守护本土文化的

重要力量。

3.2  乡村社区营建的影响因素

乡村社区营建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

础、以物质空间为直接载体开展的实践活动，

其影响因素包括经济、社会、空间3个维度。上

述因素以支撑、推动或阻碍等方式共同作用于

主体与社区的互动过程，并对社区营建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

（1）经济资源的供给与配置是功能依赖

的建构基础。其中，宅基地、耕地等土地资源

的产权稳定可以提升村民的安全心理，影响择

居、迁移等行为；预期收入增加将直接激励主

体参与社区营建，并在利益诱导作用下主动维

护村庄健康发展[14]32。

（2）社会资本条件与组织特征是整合资

源、动员主体和支撑情感正向累积的关键。其

中，惠农惠商政策能有效提高社区对土地、资

本、设施等要素的利用水平，提升成员的满意

度与认同感[36]；乡愁思潮有利于激发现代社会

的乡土情结，外界认同则进一步恢复村民的自

豪感和建设热情[14]33；剧烈的城乡流动一定程

度上强化了“乡村人”的身份认同，将在乡村

营建中发挥维系公众参与的本源作用。

（3）空间场所与物质环境是存续地方

依恋的物质载体与历史线索。其中，具有地

域特色的自然环境是地方依恋的原始吸引

力[27]1241，也是形成与维系依恋情感的重要本

底；完善的设施配套与服务供给将支持与保障

社区的功能需求、稳固基本的社区依赖[26]34；

而具体的耕田水渠、老街民居、祠堂古树等物

质文化要素则通过直接呈现社区历史发展印

记，促进空间感知的积极反馈与正向评价，

甚至突破时空限制成为维系乡土情结的符

号纽带[25]33，[34]2386。

3.3  乡村社区营建的情感驱动机制

如图3所示，受多元因素影响，社区成员

与其日常实践空间建立了不同的时空关系、形

成了各异的行为特征，使主体具备了多尺度、

多层次的依恋情感。其中，作为社区营建的主

要决策者与执行者，“在场者”通过长期的空

间实践与社区建立了直接密切的物质联系和

本底情感，促使成员出于生活保障目的，利

用其身份附属的社区信任，探索社区发展的

有效路径。而根据主体与社区的互动模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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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划分出的“不完全在场者”和“缺场

者”，均对外部资源要素的引入起到重要作

用。二者差异之处在于，前者依靠地方认同

维系与社区的情感联系，驱动其发挥城乡

两栖流动的优势条件，辅助支持社区营建；

后者借助乡土图景想象的方式，破除主体

与社区的时空阻隔，实现人地情感异地联

结，通过引入关键性反哺要素，助力社区发

展建设。

“情感—行为”分析视角下，社区成员依

恋情感与营建行为之间的内化反馈作用，应

是情感内化累积与营建行为选择之间的交替

演进过程。主体的情感层级迁移与实践行为

更迭的同步共频，有助于建构一种自我驱动

的螺旋循环模式，进而形成创新内生驱动机

制。以参与人数占比最高的在场成员为例，惯

性日常行为不断淡化主体功能依赖的生存动

机，最终演化为环境适应下的稳定人地关系。

然而，社区成员因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易形成

差异化的社区认知，引发地方情感的变化。其

中，部分成员始终保持初级依赖状态，满足于

既有物质条件且缺乏积极行动意愿，只是被

动参与必要的营建活动；部分成员形成高层

级的身份认同，成为主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

者而投入社区建设事业；少数成员具备以地

方归属和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根植感，会在面

临外部危机时采取保护甚至奉献行为。至于

无法与社区保持密切互动的其他营建主体，

强烈的情感联结仍然可以引导他们超越物质

联系，开展身份认同与乡土情感的空间映射

与实践，说明脱嵌于简单物质联系的联结关

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持久性。

4 依恋驱动下乡村社区的营建策略

4.1  厚植依恋情感，重塑乡村空间“地方性”

面对当前现代文化渗透和本土文化延续

的博弈困境，我国乡村社区的营建出现了传统

自然人文环境的“异化”现象[25]31，反映了社

区主体对乡土价值的误判和对地方情感的误

读。作为日常实践形成的“地方”场域，社区

空间已然转化为承载记忆及情感的实体符号。

因此，新时期的社区营建活动应重视其成员价

值取向与情感诉求的空间转译，创造兼具本土

地方意义和现代生活需求的人居环境。

换言之，生活场域是本土地方性的核心

载体，重塑社区共同体应维护空间本真性，避

免突兀的“现代性”植入[37]。一方面，坚持保

护成员感知强烈的生产生活空间，将承载地

域主体生存哲学与社会意义的历史遗留视为

维系高层次依恋情感的重要符号纽带。另一

方面，坚持静态地方性要素与居民日常活动

有机融合，创造一种更为鲜活的“乡土景观”，

不断推进地方性意义再生产。而伴随广泛的

集体参与和社会交往，社区空间的社会属性

由成员之间互助合作、权益共享的依存关系

形成，更加适应我国乡村固有的集体特征[38]。

4.2   利用尺度差异，整合社区发展条件

现阶段，城乡系统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日

益加剧，破除乡村社区发展的时空约束，加快

发展要素的双向流动，对建构社区转型发展的

长效机制愈发重要。而利用尺度差异下依恋情

感与营建行为之间的互动规律，活化不同时空

的禀赋条件与发展资源，有益于激发乡村发展

活力，实现“再本土化”转型。

首先，以“社区归属”为目标，完善社区

生计保障功能。重点以保障村民发展权为导

向，采取开发闲置低效用地、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配套等举措，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满足

成员基本的物质经济依赖。其次，开展“地方

认同”的社会建构，延存社区自然人文资源。

通过积极组织成员参与地域性要素的创造性

转化，巩固“我者”身份归属与价值认同。最

后，发挥“乡土情结”的纽带作用，引导城乡

图3 地方依恋视角下社区营建的机制框架
Fig.3  Mechanism framework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attach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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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双向流动。善于借助各类传播媒介，广泛

唤醒大众的乡土情结，以求持续引导外部要素

回流，真正形成长效反哺机制。但需要注意，营

建过程中要素整合应注重价值取舍，坚持尊重

成员的情感诉求和价值共识，避免社区丧失主

体地位和遗失乡土特征。

4.3  挖掘情感共识，建构行动主体网络

如何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将异质

行为统一于共同目标的组织行动，始终是社

区营建的关键问题[39]。如图4所示，新一轮的

社区营建应围绕主体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

建构“共识枢纽”，按照“问题界定—合作沟

通—权责共享—效益感知”的转化过程，促

成抽象情感共识向地方发展共识转译，动态

建构社区营建的行动主体网络。具体而言，应

结合情感差异下的价值认知与利益诉求，由

问题导向归纳不同行动目标与组织框架。进

而，通过具体实践活动，不断完善平等的对话

体系与有序的行动结构，促进主体间发展权

力与责任共享。充分沟通合作将有效缩小主

体之间的价值认知差距，及时调整各自的利

益诉求，进一步增强各方主体对“共识枢纽”

的广泛认同。而且伴随着营建过程中感知内

容与情感状态的变化，主体将自发评估营建

的社会经济效能，更新自身的价值认知与目

标诉求，推动新一轮“共识枢纽”的建构与

演进。

4.4   标绘依恋空间，提升营建活动效能

伴随着依恋情感的建构，社区空间将被

赋予重要的人文内涵，由单纯的地理空间转

变为有意义的地方。社区主体则依据功能需求

与价值判断，对物质空间形成由生存依赖到

情感归属的多层级、差异化的感知与定位[40]。

目前，部分学者已利用空间图示语言，“标绘”

（mapping）人地情感的量化强度与质性意

义，厘清物质环境与其承载的社会意义之间

的空间关系，以此辅助乡村社区营建的决策

与实施[41]。

因此，建议乡村社区营建可以考虑利用

物质要素与情感认知之间的关联性，建构村

镇社区的“空间—情感”数据集合，定量测

度情感的类型、层级、强度等分布特征，解构

乡村社区的情感地图（见图5）。上述分析结

果可用于挖掘社区空间承载的社会情感意

义，追踪乡村社区物质空间更新过程中的情

感轨迹。比如，规划前期通过识别空间类型和

情感层级，合理制定风貌保护方案；或在实施

后期，动态评估社区主体对空间更新的评价

反馈。针对性的营建策略将促成依赖空间的

功能保障、认同空间的品质提升和根植空间

的保护传承，减少规划实践的决策偏差，提升

营建活动的效能。

5  结语

面对当前显著的社会经济转型与空间重

构，广大村庄亟需整合内外资源和创造发展条

件，同时也要避免主体性不足产生的内生动力

衰弱等不可持续问题。本文尝试引入地方依恋

理论，结合理论综述，归纳相关概念的发展过

程和依恋情感的建构机制，厘清主体情感对空

间实践的内生驱动作用与社会建构意义，以及

不同依恋情感影响下营建行为的选择差异。情

感产生自特定的社会实践，附着于具体的物质

空间，是空间与自我身份的重要纽带。主体与

依恋空间产生互动联系，一方面是认知自我、

界定身份的个体活动，另一方面也在空间互动

中产生积极情感输出，推动以情感营建为导向

图5 乡村空间情感数据平台建构与决策辅助技术框架
Fig.5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tial emotional data platform and technology framework of decision suppor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基于“情感共识”的乡村社区营建行动主体

网络建构机制
Fig.4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action subject network 
of rural community based on "emotional consensu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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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区营建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依恋感由依

赖感、认同感甚至根植感交融而成，复杂情感

驱动营建行为，同时又在行为反馈中变化情感

轨迹。而当地方情感与自我价值相互照应，对

自我的追求会投射于社区集体发展，社区主体

在集体参与中巩固自我身份与价值认同，以地

方依恋凝聚社区情感共同体。

社区营建实质是以空间营建为载体，实

现主体行为表达、身份建构与价值追求的实践

过程。乡村社区营建应突破传统物质空间建设

的局限，积极运用依恋情感的内驱作用，发挥

集体性实践的溢出效应，营造乡村友好的社会

情感氛围。在“情感—行为”的交互作用逻辑

下，乡村主体与社区之间缔结的尺度叠合、层

级互嵌的情感联系，将成为组织地方营建的主

线。跨时空参与下的社区资源整合，基于情感

共识建构的行动主体网络，以及专业性更强的

情感评估方法等策略，均可视为情感诉求的空

间转译。而在此过程中，主体情感培育与行为

选择之间的互馈循环，将有助于弥合现代化进

程导致的客观城乡差距，扭转社会层面长期对

乡村地域的消极认知，重拾新时期乡村的本源

价值与人居功能。

伴随着全球化和都市化浪潮的冲击，乡

村地区出现了地方性消解危机，应重视挖掘隐

于社区成员内心的地方情感，建构驱动其参与

社区营建的内生动力，利用人地关系的良性互

动，重构承载“三生”功能的社区共同体。上

述研究与讨论主要尝试在理论层面建构地方

依恋理论的本土化分析视角与框架，拓展既有

社区营建机制研究的情感维度与逻辑。如何延

伸普适性的理论分析，建构适应乡村社区空间

情感评价与分析技术方法，有效指导具体的规

划实践应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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